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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走进西方世界之挑战

何成洲

摘　要：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世界的接受，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那就是意识形态的

差异和偏见带来的隔阂。这个问题虽长期存在，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变得更加复杂。莫言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之后国际学术和文化界的争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值得我们反思和研究。西方学界常常

用他们认可的世界文学的尺度来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有时甚至试图将中国当代文学排除在世界文

学之外。本文首先回顾近年来围绕世界文学的争论，在此基础上讨论莫言、北岛等一些中国当代

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在西方传播接受过程引起争议的深层次原因，其中很大程度上是新形势下中西

意识形态的矛盾和文化交流的缺乏。有鉴于此，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进西方世界需要采取一些新

的策略和措施。在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反思新出现的问题，在新时代不断开拓我们的世界视野

和全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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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与挑战是学术界和文

化界长期关注和争论的一个热点话题。长期以来，

有关讨论的出发点是：在西方图书市场上中国文学

的翻译作品非常稀少，图书馆里收藏的中国文学的

翻译作品少之又少，西方人阅读过的中国文学作品

少得可怜。对比之下，中国图书市场上翻译的西方

文学作品相当多，中国各类图书馆收藏的西方文学

作品多如牛毛，中国人阅读过的西方文学作品相比

西方人阅读中国文学作品要多得多。有鉴于此，有

关学者和文化管理部门提出，要大力促进中国文

学走向世界。我觉得有必要首先澄清几个问题：首

先，大家讨论这一议题中的“世界”在多数情况下

主要是指“欧美”代表的西方，而并非真正指世

界。道理很简单，我们知道多少我们周边国家的文

学？比如印度、巴基斯坦、东南亚国家的文学？我

们了解多少非洲、拉丁美洲的文学？甚至，中国的

年轻读者了解多少俄罗斯的当代文学？ 其次，我觉

得在这些讨论中，大家关注的主要是中国当代文学

的翻译和接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希望西方

国家多了解当下中国的变化，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沟

通。这也是国家层面的文化战略所决定的，中国成

为世界大国需要增强自身文化的吸引力和亲和力。

再次，与我们现阶段的文化走出去战略与文化软实

力有关，不仅仅是中国文学被翻译到了西方，而是

要真正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和喜爱。过去有一些失

败的翻译项目和作品，就是因为虽然传播到了西

方，却没有能够吸引读者。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将

这个话题修改成“中国当代文学走进西方”的问题

与挑战。 
对于造成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接受的尴尬状

况，学者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总结起来有这

样几条：第一，中国文学的翻译严重滞后，不

仅总体数量小，好译本更少。而且语种分布上不

均匀，英语的翻译相对来说偏少。“从语种分布

看，中国当代文学有 25 种语言的翻译，应该说分

布还是比较广的。但各语种之间明显不平衡，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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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翻译明显偏少。” [1]究其原因，主要是西方国

家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人才非常有限，优秀的中

国文学翻译家屈指可数。第二，西方普通民众对

于中国文学缺乏兴趣，一方面是因为文化的巨大

差异导致欣赏的困难，另一方面是西方媒体和学

术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不公正评价，他们常常

拿西方的标准来套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而一些英

文翻译的质量问题又往往挫伤了西方读者阅读中

国当代文学的热情，损害了当代中国文学在西方

知识界的声誉。第三，全球范围内图书市场不断

地萎缩，受到影视和多媒体出版物的影响，欧美

的出版商出版纯文学的热情在下降，更何况是翻

译的文学作品 [2]。其它观点还有不少，包括有人

引用西方翻译家的观点指出，有些中国作家语言

比较粗糙，写作缺乏国际视野 [3]。下文会对此进

一步分析，这里暂且点到为止。 
需要指出的，不满意中国当代文学在欧美接受

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我们的期待有很

大的距离，而并不是因为这个接受情况持续恶化。

恰恰相反，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翻译由于国内和

国外因素的推动在不断地得到改善。“现在的当代

文学翻译与传播，则呈现出多元的格局，从经典的

纯文学，到商业化操作的流行文学，各种流派、各

种风格、各种层次的作品都有译介。当代文学翻译

成为展现中国现实、透视中国文化的载体，承载了

多向度的复杂意涵。”[4]29我本人也觉得近年来，

尤其是在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欧美

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步伐在加快，投入其中的资源

越来越多。但是，要取得根本上的改变仍然非常困

难。翻译中国当代文学是一码事，而要让西方读者

愿意阅读进而喜欢上中国当代文学是另外一码事。

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探讨。本

文认为，以往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在欧美的接受讨论

当中，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那就是意识形态的

差异带来的隔阂与偏见，即使像莫言这样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的作家也依然被误解，甚至被攻击。西方

学界常常用他们认可的世界文学的尺度来评价中国

当代文学，有时甚至试图将中国当代文学排除在世

界文学之外。在分析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和作

品在西方传播接受的个案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回顾

一下近年来围绕世界文学的争论。

 
一、近期世界文学之论争

众所周知，世界文学的概念是德国大文豪歌德

首创的。1827年，歌德有感于当时各国文学之间的

互相关注与交流而提出了这一概念，并在书信和谈

话中反复提及。他提出“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

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

时代已经快来临了”[5]。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共产党宣言》中借用了这一术语，认为在新的

全球贸易语境中，“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

为不可能，于是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

一种世界的文学”[6]。虽然世界文学的概念早已流

传甚广，影响很大，学术界也作了很多研究，但却

没有一个获得普遍认同的确切定义或精准界说，成

为众说纷纭的“世界文学难题”[7]。

2 0 0 2年，美国学者大卫 ·达姆罗什（D a v i d 
Damrosch）出版了《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由

此世界文学的讨论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学术界

对于世界文学有着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世界文学

是世界各个国家优秀文学作品的总和，还有人认为

世界文学包含所有人类创作的文学作品。达姆罗什

在这本书中的主要观点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核心要

素是文学能够在本民族之外传播和接受，由此他提

出了构成世界文学的三个方面： 翻译、流传与阅

读。可以看出，翻译对于世界文学的重要性。但是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文化层面的，一个国

家的经济和社会实力往往决定它的文学被翻译的状

况，这就是为什么会造成西方的文学被大量翻译成

中文，而鲜有中国文学被翻译成西方的语言，这种

情况同样存在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另一个是语言

层面的，英语作为全世界通用语言，掌握的人多，

容易被翻译成其它语言；而西方掌握中文的人非常

有限，将中文翻译成英语等西方语言困难重重。更

何况，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社会文化的巨大

差异增加了翻译的难度，而翻译的低质量和数量又

极大地妨碍了文化上的交流和合作。因此，达姆罗

什的世界文学观也受到了质疑和批评。 
在其著作《反对世界文学——论不可译性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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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之维》中，艾米丽·阿普特（Emily Apter）讨论了

所谓的“欧洲纪年问题”，这一问题是由文学历史

与批评的西方范式一直在世界文学体系中占据优势

地位而造成的。比如，文学历史分期在各个文化中

都有所不同，而这主要依赖于不同地区的政治和历

史。在中国，“十七年文学”实际上是指从1949年
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文学。阿普

特认为，“这些不同的时间标准或许可以被界定为

时期不可译性”[8]61。在摒弃单数的世界文学之后，

阿普特提出了“复数的世界文学”。周蕾也敦促比

较学者思考“世界文学在非西方情形中意味着什么

或者已经意味了什么”[9]？因此，从中国视角反思

和讨论世界文学，将对当前跨民族、跨文化语境下

的世界文学理论建构有所贡献。

为了规避世界文学造成的负面意义，西奥·德汉

（Theo D’haen）提出了“全球文学”的概念。他

认为世界已经不能再按照白人/有色人种或者殖民/
后殖民的二元对立模式进行区分，需要采用“全球

方法”和“全球视角”来观照文学。“全球文学”

并不否定比较文学、后殖民研究及世界文学的研究

方法，而是在它们的基础之上，“允许一种更加超

越的视角，用更长更广的视阈考察特定作品、特定

作家、具体文类的内在发展以及它们如何在相同或

相似的压力、境况和情形下 ‘世界化’它们的世

界”[10]。德汉试图用一种更加中立的、全面的、超

越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阅读方法，纠正以往文学研

究的过度政治化倾向，将英语文学与其它语言的文

学放在同一个全球语境下进行考察，构建一种平等

的世界文学图景。

近些年，世界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情况非常特

殊。一方面，外国文学被大量翻译、阅读和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尤其突出，以至

于很多人认为当代汉语文学——无论哪国作家创作

的，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特别是青年一代读者太

少。当然，长期以来人们渴望了解外面世界、学习

一切有益于中国文学发展之知识。但另一方面，令

中国知识分子尴尬的是，外国人翻译、阅读中国文

学非常少。这种极不平衡的文学交流不仅表现在只

有少数中国作品被收录在英语的世界文学选集里，

还表现在西方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和批评受到政治与

意识形态的影响，将一些负面的评价强加于人。随

着中国成长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人们期望外界

对中国文学有更浓的兴趣和更好的理解。“理想情

况下，应该重新设计文学教学以便对新出现的世界

体系格局做出及时反应。”[8]39然而，中国文学在

西方的传播和接受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比如欧美

国家学校和大学课程中的中国文学相关教学没有显

著增加。相反，西方已经在指责中国推行语言、文

化帝国主义，这体现在某些欧美国家对孔子学院的

抵制和批评中。在当前中国文学走向全球化的进程

中，既存在由来已久的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不信任和

偏见，又存在全球化时代随中国崛起而来的“新中

国威胁”论。在这个背景下，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西方引起的争议值得我们反思。

 
二、莫言、高行健与诺贝尔文学奖之

争议

2012年10月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授予中国作家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外的一些人，其中有

旅居海外的华人或者中国人，便开始批评莫言，

有些人甚至公开指责诺贝尔委员会犯了错误。在

一次访谈中，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
勒（Herta Müller）竟然过分地说，诺贝尔委员会

选择莫言是“对所有维护民主和人权人士的一次

打脸”①。对于莫言的批评在这一年12月诺奖颁发

前夕达到了一个高潮。在题为《该作家配得此奖

吗？》文章中，林培瑞（Perry Link）批评莫言，

说他自觉地向中国政治制度妥协。“像莫言这样

的作家清楚地知道体制策略，或许他们并不喜

欢，但在实践中却选择让步。这就是在体制内写

作的代价”②。莫言有一个官方身份，是中国作协

副主席。于是，西方的学者就认定他的文学就是

替政府歌功颂德的，没有采取文学创作上一贯的

反思和批评现实的立场。

罗多弼（Torbjörn Lodén）对瑞典学院将诺奖授

予“一个屈服于体制甚至参与歌颂毛泽东延安文艺

讲话的作家”表示怀疑③。在某些情况中，反对授

予莫言诺奖的批评与反对所有中国作家的论调没有

什么差别。在2012年10月12日发表于《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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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题为《作家、国家与诺贝尔奖》的文章中，作者

不但质疑诺贝尔委员会选择莫言的决定，而且认为

没有任何中国作家配得此奖，其理由仅仅是他们都

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创作。文章以专横挖苦的语气结

尾：“那么问题是：伟大的、永恒的文学能出自那

里吗？诺贝尔委员会认为可以。你觉得呢?”④

2012年12月7号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了他的诺贝

尔演讲《讲故事的人》⑤，他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了

自己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看法：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

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

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

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

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

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

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⑥

无疑，这是莫言的自我辩护，他在诺贝尔奖演讲

中公开承认“宣布我获得诺贝尔奖引起了争议”。其

实，在我看来，莫言采用极为地方化的叙事书写中国

乡村，既避免了过度政治化，又建构了“一个对官方

历史叙事构成补充而非解构的乡村历史”⑦。

也有学者，如查尔斯·罗福林（Charles Laughlin）、

夏谷（Göran Sommardal），为莫言辩护，反驳针对

莫言的批评。罗福林反问道：“我是否可以这样理

解批评莫言的人：除非中国作家和艺术家更‘勇敢

地’直接批判政府和政治制度而招致入狱或流放，

甚至更糟，他们的艺术劳动和成果就永远没有资格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国际认可？”⑧很明显，

围绕莫言获奖的争议并没有多少关于文学自身美学

价值的，更多是意识形态上的。

意识形态的问题不仅发生在莫言获诺奖上，

也出现在莫言的翻译上。通常，西方翻译者在选择

翻译中国作品时也在考虑西方读者的需要，一定程

度上满足他们对于中国作为文化和意识形态他者的

想象。在谈到自己为市场目的而翻译《酒国》时，

葛浩文作了如下解释：“在《酒国》中，莫言已经

抛弃了像《红高粱》那样激情四射的小说风格，华

丽辞藻和尖锐评论，那些引起读者强烈情感的有关

中国近期悲剧性感伤故事的自传色彩都消失了。这

里，一切让位于超脱的讽刺作家，他运用机智、单

调人物和模糊事件，冷静地解剖当代的政治和社会

结构。”[11]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翻译家，葛浩文知

道美国读者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感兴趣，特别是对体

制的讽刺性和否定性批判[12]。

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心态，评论者不惜抬高

翻译者的作用。一些人甚至声称，葛浩文提升了莫

言汉语原著的文学水准。“莫言小说的英文翻译，

特别是优秀的葛浩文所做的翻译，实际上在美学统

一性及确定性上优于汉语原著。”⑨译文是否优于

汉语原著应该通过翻译研究来判断，主观臆想是不

能令人信服的。比如，我发现葛浩文翻译的《檀香

刑》中，很多原著的内容没有被翻译，例如，地方

戏曲中的古汉语歌谣。总之，在莫言作品的选择、

翻译和宣传的整个过程中，政治和意识形态扮演了

不可或缺的角色。

政治与意识形态也关系到另一位用中文创作

获得诺奖的作家——高行健。2000年，高行健成

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文作家，他因对

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而闻名。在新闻发布会上，

瑞典学院给高的颁奖词是：“其作品的普遍价

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

文小说和话剧开辟了新的道路。”⑩高起初是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位实验戏剧家。而之前，

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的学生，高受到西

方，尤其是法国文学和戏剧的巨大影响，他的早

期戏剧与贝克特的荒诞剧有明显的相似之处。高

的早期戏剧极为推崇个人主义，这在当时得不到

赏识，他的大部分戏剧被禁演。为了逃避文化大

革命，高来到长江流域偏远的、少数民族居住的

地区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旅行。后来，他以此经

历为基础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灵山》。在小

说中，他批判了中国的主流文化，特别是集体主

义思想。1987年，高移民法国，从此作为“持不

同政见者”而永久地居住在那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高行健创作了戏剧《逃

亡》，立刻吸引了西方知识界的关注。随着更多的高

行健作品被翻译成世界各国语言，他也因反思自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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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而广为人知。

《野人》和《灵山》的灵感都来自高1983年从北

京逃离的经历…… 那是一次逃跑，在某种意义上，也

是一次放逐。重要的是，当他身处未遭破坏的环境和文

化，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一个人独处时，他感觉自由自

在…… 这次旅行是一个有意识的颠覆行为，一次精神的

逃离，这更使他确信，只有通过逃离，一个人才能发现

真正的自我，保持他的完整。

作为一个旅居国外的中国流散作家，高行健

引起了马悦然的关注，他将高的主要作品翻译成了

瑞典语。马悦然是诺贝尔委员会成员中的唯一汉学

家，他在高获得2000年诺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

《翻译与诺贝尔文学奖》一文中，刘靖之说：“如

果没有马悦然的翻译、支持、游说，高行健就不会

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 ,这样说并不

过分”[13]。同样，这是在夸大翻译的作用。这些人

在做出如此推断的时候，究竟有没有系统地阅读过

莫言和高行健的作品？其实在中国文学走向西方的

过程中，拿翻译说事一直没有消停过。 
当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国语言并在

国外传播时，一些海外读者习惯于在固定的意识形

态对抗模式内阅读它们。因为中国被认为是有问题

的他者，当代中国作家与其作品也常常被作为中国

官方文化的代表，而不是作为超越民族、政治、文

化藩篱的个体艺术家或艺术作品。在《跨文化文学

史：超越狭隘的世界文学观念》中，安德斯·彼得

森（Anders Petterson）说：“某一外国作家用这一

外语创作出文本，对该国文化历史的具体问题作出

反应，发出不同声音，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特别关

注。因此，我们应该用对话的方式对待它，将它视

为个人声音，而不是整个文化的代表性标本。”[14] 
文学作品表征文化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但不应该狭隘

地将它们阐释为某些特定政治体制的显现。在汉学

家和中国文学研究者中一直存在关于当代中国文学

的争论，文化也影响着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很

多争论不仅涉及中国政治，而且涉及学者对中国持

有的预先设定的意识形态立场。

莫言获奖的争议在于，有人认为他的作品艺术

上取得成就，但是没有足够的批评性；高行健获奖

的争议在于，有人认为他得益于自己的流亡身份和

批判立场，但是艺术上没有达到很高的成就。由此

可见，西方对于中国文学的接受暴露了他们的自我

中心主义和意识形态偏见。此外，他们争议的另一

个共同之处在于，有人认为他们获得诺奖很大程度

上得之于翻译，是西方人的翻译提升了他们作品的

吸引力。二十世纪末北岛的诗歌引起争议也与翻译

有关，尽管问题的性质有很大的不同。 

三、北岛与“世界诗歌之问”引起的

讨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

学者中发生了一场关于政治与当代中国诗歌问题的

著名争论，这场争论由哈佛大学汉学家宇文所安的

文章《什么是世界诗歌？》引发。他质疑北岛诗歌

的原创性，特别以《八月的梦游者》一诗为例。

“总体来看，北岛的诗属于国际诗歌。虽有地方色

彩，但极少。那些真正的国际诗歌也不仅仅是翻译

者的功劳，尽管她译技很高：大部分诗歌翻译了自

己…… 如果这是美国诗人用英语写的，这本书还

能得到出版吗？能被著名的出版社看上吗？”[15]宇

文所安认为，北岛以及当代中国诗歌的问题不仅在

于他们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更重要的还在于一些

中国诗歌是为了获得西方的认可而为西方读者创作

的。“通过创作非常具有可译性的诗歌，再有幸遇

到才华横溢的译者和出版人，他就能够从当代中国

诗人中脱颖而出，在西方获得在中国无法获得的绝

对优势。”[15]

宇文所安对北岛的解读震惊了评论界，引起了

一股批评浪潮。周蕾在她的《书写离散》（1993）
中，开篇就对他进行了尖锐批评：“当一个哈佛大

学教授指责来自‘第三世界’的男女将自己出卖给

西方时，他玩的是什么文化政治？当他批评北岛这

样的诗人为自我利益而屈从于跨国文化中的商品化

倾向时，他忘记了自己的思想也是被为他投资的社

会机构塑造的。”[16]周蕾指责宇文所安被某种“东

方主义的忧郁”所困扰。她所建议的“介入策略”

是，以当代中国政治历史为参照来阅读北岛及当代



59 

何成洲：中国当代文学走进西方世界之挑战

中国诗歌。

在专著《跨太平洋位移》中，黄运特对以上

争论进行了回顾。他一方面认为宇文所安的论断是

“诽谤性的”，另一方面他也不满周蕾对宇的批

评，他说：

实际上，从主题上看，很多翻译成英语的当代中国

诗歌往往生产了读者所期待的内容，是美国政治学熟悉

的东西，也是为自己服务的、假设生活在非民主制度中

应该遭受痛苦的美国叙事所熟悉的。被译介的典型诗歌

一般讲述这类故事:为民主而战、渴望自由、自我意识

的觉醒和主体性的重新发现。换句话说，这些诗歌可能

容易被语境化为美国读者所熟悉的当代中国形象[17]166。

这样的政治、历史语境化问题在中国文学的

海外接受与批评中广泛存在。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Stephen Greenblatt）创造了“先验的意识形态

决定论”这一术语来指涉这种有问题的文学阅读

和研究模式 [17]176，它对中国文学、世界文学都是

有害的。

宇文所安对于北岛的批评还暗含着另一层意

思，就是北岛的诗歌模仿了西方的诗歌，因此没有

自己的独创性。有学者指出，西方一些人（即使是

貌似反对西方霸权主义的学者）通常以高高在上的

姿态来解读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品，用西方标准来衡

量非西方的文学作品，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缺

乏艺术性，目前仍停留在现实性描写上。 “第三

世界国家的小说作品不会令人达到人们对法国普鲁

斯特和爱尔兰乔伊斯的满意；比这更为有损害性的

是，也许是其发展倾向使我们想起第一世界文化发

展已过时的那些阶段，使我们得出他们仍然像德莱

塞或安德森那样写小说。”[18]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中，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往往暗含西方为传播者，

中方为接收者，限制了对于中国文学创造性和丰富

性的认识。“西方读者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固有偏

见，对当下中国人的真实经验与审美表达不可避免

地带着东方主义式的凝视。”[4]陈思和提出中国文

学的世界性因素的观念，强调在中国文学与世界的

关系中把握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国外文学的启发，同

时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所发挥的作用。

我觉得要讨论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的世界性因

素，首先就是要破除这道迷信，把“世界”看成是一个

覆盖地球村各种文化区域的多元多姿的庞大格局，然后

才能公平地探讨这一庞大格局下的多元因素如何在平等

层面上构成人类世界的丰富文化。我们在讨论所谓曹禺

的悲剧“命运观”时,不但应该追溯古希腊悲剧和西方现

代悲剧的影响的蛛丝马迹，也应该注意到非古希腊传统

以外的艺术家对悲剧“命运”的独特理解，从而来评价

曹禺如何通过创造性的舞台表现,在世界性的悲剧命运观

谱系中增加了独特的东方文化精神的“命运”艺术[19]。

中国话剧是从西方借鉴来的，作为话剧的奠基

人之一的曹禺无疑在艺术创作上深受易卜生等西方

戏剧家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是抹煞他戏剧成就的理

由。同样，北岛的诗歌有西方的影响，但是他的独

创性不应该受到质疑。“只有突出走向世界的中国

文学的价值异质性，这个问题才会是真实的，并且

也才能最大程度地彰显中国文学的价值独特性。所

谓挑战和困难就在于此。”[20]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世

界文学的贡献在于它的独特性。 

四、小结

海外中国文学翻译、阅读与接受中的意识形态

问题，绝不是只针对中国的独有现象。对这些问题

的进一步讨论将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重新架构世

界文学。要解释政治为什么且如何成为中国文学全

球化的重要问题，我们应该考虑各种因素：二十世

纪的中国革命史，最近几十年的巨大社会变革，国

内的文化政治，国际关系等等。世界文学的未来依

靠世界各国人民的通力合作，超越文化偏见，调和

文化差异。希利斯·米勒曾说：“文学的西方现代形

式甚至不到三百年，将这一狭隘的文学概念全球化

具有合法性吗？……世界文学学科怎样才能尊重全

球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学理念？”[21]因此，

由世界文学的地区性引发的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

中国当代文学进入西方世界有一个过程，我

们需要耐心，一方面调动国内方方面面的力量和资

源来推动，另一面还要有待于西方国家知识界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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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界转变认识，积极地采取主动措施来引进中国文

学。在这个背后，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西方的普通读

者产生阅读中国文学的兴趣，进而培育了中国文学

在欧美翻译和接受的土壤。 其次，国内知识界对于

中国文学进入欧美要有定力，既不要为某些人，比

如德国汉学家顾彬，贬低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而沮

丧和恼火，也不要因为中国当代作家获得一些国际

奖项而盲目自大。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化自信，

在充分肯定我们的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反思出现的问

题，在与西方的交流和互动中，进一步开拓我们的

世界视野和全球意识。 
当前，我们重视中国当代文学走进欧美的同时，

也要重视中国文学走向欧美以外的世界。我们反对西

方的西方中心主义，也要警惕自身是否也自觉或者不

自觉地在实践西方中心主义。更不可在反对西方中心

主义的同时，让世界形成中国中心主义的印象，从而

让中国威胁论变成我们未来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走

进欧美与走进世界不应该是矛盾的，而是一致的。这

不仅是因为走进欧美离不开全球的语境，也不仅仅因

为走进欧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走进世界，而更因为只

有我们走进世界的不同地区和人民了，走进欧美才能

够真正持久地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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